
找尋客家人：評劉正剛著《閩粵客家人在四川》 
 

唐立宗* 
劉正剛，《閩粵客家人在四川》，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共 352頁。 
 
四川也有客家人？客家人不是都集中在閩粵贛交界地區嗎？除了在原鄉之

外，後來客家人應該多半移民至臺灣或海外一帶吧！相信這是多數人對客家移民

的基本印象，然而《閩粵客家人在四川》卻打破了這個迷思。作者劉正剛透過對

清代閩粵客家移民研究，指出清前期有高達百萬的閩粵客家移民陸續入川，隨之

引領原鄉的經濟活動，並重建基層的社會組織，使得近代的四川發展與客家移民

開發息息相關。 
 
一、論旨介紹： 
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導言，作了深度的學術史回顧，一反過去大陸學人

「閉門造車」式的研究報告。作者盡量搜羅了目前研究客家移民的相關課題，甚

至是臺灣移民史的研究，藉此也突顯四川的客家人研究幾乎是無人問津的狀態。

選題上將範圍定於清代四川閩粵客家移民，考量這些移民入川的表現方式與演

變，並對羅香林《客家源流考》指出的四川非純客住縣僅有十三縣表示質疑。材

料和方法上除了運用方志、族譜與檔案外，作者還到四川實地調查採訪，強調運

用社會史與經濟史的結合研究。 
第二章為移民動因與移民環境。移民的遷入與移出都有其時代背景的烙

印，作者認為清初入川的閩粵客家人，基本上是屬於趨利性的經濟移民，部分則

為逃荒原因而遷川；由於明末清初四川遭受重大戰亂破壞，一時之間土曠人稀，

正需要大量移民遷入，於是閩粵客家人隨著各省移民步入四川的腳步，紛紛落籍

定居川省。尤其官方對於入川移民的種種優惠政策，更提供閩粵客家移民謀生求

富的絕佳機會。與臺灣相比，同時期客家移民遷入臺灣的限制較大，清廷對臺灣

的開發又採取消極性的態度，對移民而言四川更具吸引力。 
第三章論閩粵客家移民入川的規模及分布，這是相當棘手的課題。作者主

張清前期閩粵客家移民多以家庭遷移為主，與單身冒險赴臺的移民趨向不同，表

現上則以分段式家庭遷移、一次性舉家遷移以及裂變性家庭遷移的三種方式流

動；更為特別的在於閩粵客家人還將先人骸骨入川遷葬，也與入臺的客家人有很

大的分野。閩粵客家人始自康熙初年就出現大規模性的移川活動，到了雍正年間

移民大舉紛至，於是雍正五年（1726）政府取消了獎勵措施。實際上朝廷並未禁
絕民人入川，所以惠州、潮州、嘉應州等地仍然約有萬餘人入川。作者並估算清

代康雍乾三朝，入川的廣東客家人應當有 75 萬人，若包括福建等地的客家人在
內，移民人數將不會少於 100萬人。另一方面，閩粵客家人幾乎遍及四川各地，
作者運用族譜、方志作了很多相關記述，並指出當地會館是閩粵移民在四川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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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有力物證。 
第四章分析了閩粵客家移民的經濟活動，該章著重於閩粵客家人農業和工

商業的展現。客家人在原鄉時即對山地的開發嫻熟，因此利用特有的耕作技術，

使四川山地得到更廣泛的利用。同時諸如蕃薯、甘蔗、煙草、苧麻、席草、果木、

藍靛等種植，都在閩粵客家人引進推廣經濟性作物下發展起來。作者接著論述這

些農業移民的社會地位情況。在清初的四川環境，移民者大多成為自耕農，至少

到乾隆年間，自耕農仍占四川農村人口的絕大多數。其中有部分的閩粵客家人勤

力耕耘，最終上升至擁有一定土地的地主階層。當然，越到後期，隨著土地集中

現象的日增，佃農比例也就由少到多，租佃關係跟著普遍盛行，四川押租制的盛

行，主要就是大量外省移民入川佃耕而起的；又巴縣是閩粵客家人定居的主要區

域之一，現存的清代《巴縣檔案》仍可看出閩粵客家人在巴縣等地的招佃或租佃

形式。 
關於閩粵客家移民從事工商業的活動，本書強調客家移民充分發揮原籍的

商品經濟意識，由於入川的動機正在於謀生致富，反倒不會拘泥在重農輕商的思

想。其次，閩粵客家人歷經多次的大遷移，較少安土重遷的心理，與原有保守封

閉心態的四川先民大不相同。況且閩粵客家移民從原鄉遷川，途經江西、湖南或

貴州等地，有較豐富的商業情報知識，可方便於投入長途販運。還有閩粵客家人

善於經商與一般都帶有數量不等的資金入川條件下，都共同構築閩粵客家移民從

事工商業的優越條件。作者並以實例分析當中工商業移民比例、手工業活動範疇

與其市場商業貿易的活絡現象。 
第五章集中於討論閩粵客家移民的社會組織。最引人矚目的移民社會組織

當以同鄉會館組織與以血緣為鈕帶結合的家庭組織。根據作者的考察，四川有許

多廣東移民會館稱為「南華宮」，其中供奉「南華六祖」，即佛教之六祖慧能。而

六祖慧能正為廣東韶州人，就地緣上與廣東客家人的關係極為密切，所以廣東客

家移民以六祖祭祀強化在川客家人之間的凝聚力；福建客家會館一般是「天后宮」

或「天上宮」，崇祀海神天后媽祖，福建客家人祭祀媽祖不僅出於媽祖傳說源於

福建，也在於媽祖受到歷代王朝不斷的封敕與推崇，因此突破原先海神界限，連

客家山區也同樣有媽祖廟的出現。總而言之，清代四川閩粵移民會館至少有 500
所以上，分布的州縣占當時四川州縣總數的 81%以上，數量與規模皆相當可觀。 
對於閩粵客家移民的家族組織，作者指出這些入川的家族組織重建時間很

短，從原鄉入川到買地建祠的時間，大多是不滿百年，然這又與前已指出的家庭

遷移形式與足夠的經濟實力有關。移民入川一開始基本上是以原籍唐山祖為祭祀

對象建立祠堂，定居後漸轉為入川祖為祭祀對象，亦即先是強調只要同姓，均可

出資參與祠堂的建立與祭拜，繼則尋求血緣關係的牢固。再從閩粵客家移民對族

譜的修撰與族產的設置來看，可顯示他們很快就完成與新居地四川的認同。 
作者在第六章結語中再作了歷代移民遷移分析，旨在比較出入川這波客家

移民的特徵。尤其是清代出現往東北、西南和臺灣的三大移民流向，而人口增長

最大的西南地區之中，閩粵客家人入川又是構成這波移民運動的重要部分，不管



是移民遷移動機、方向與做法都相當特殊。本章最後還有一篇附論，是作者對四

川客家人現狀的短篇調查，當中並吸納部分民俗、語言學者的研究成果，可謂多

方位的探討。 
 
二、討論與期待： 
引發作者研究閩粵客家人入四川的動機頗為有趣，據該書〈後記〉所描述，

1989 年作者正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所攻讀碩士學位，親眼目睹當時各省民工如
潮水般湧向南粵，激發作者對廣東福建人口外遷史的研究念頭。對筆者而言，本

書的特色在於並不單就四川的客家人而論客家，經常透過客家移民臺灣的例子作

比較，不但使讀者深刻體會入川客家移民的獨特性，也避免了建樹不見林的偏頗

論述。 
雖是如此，或許作者對於移民社會的解釋上過於簡單，難免會帶給讀者錯

誤的資訊。例如，該書提到四川雖然移民來源相當複雜，但因為客家移民入川採

取家庭式的移民策略，性別比例並未失調，所以比單身移民入臺所引起的社會來

得穩定。（頁 335）但是臺灣移民社會的不穩定並非全是移民性別比例失調所造
成，清代在臺的客家人身處於福佬民系與平埔族的聚落之間，於是各方經濟利益

的爭奪成為衝突的導火線，也促成客家人採取軍事團保組織。1另一方面，四川

土客衝突的不明顯，還與當地土著在清初不占優勢的地位有關。2 
殊為可惜的是，作者並未更深入闡釋四川土客族群之間的相處關係與其自

我認同意識的演變，這若能與作者自詡熟稔的社會經濟史專長結合，當能妥當剖

析出入川移民的特色。清代移民在不同的地域各有獨特的發展與處境，在地的政

治、經濟與文化波動都牽動著土客關係。例如原先清代淮揚地區社會經濟較優，

但隨著當地鹽業城鎮的衰敗與上海經濟重心的崛起，淮揚、山東等地移民紛紛入

上海尋求發展，移民的漸增與經濟利益的競爭，最終導致一些處於階級地位較高

的本地人對這些移民起了反感，於是特以「蘇北人」稱呼表示輕蔑不屑。Emily 
Honig深入研究後發現：所謂的「蘇北人」不只是代表來自蘇北，而是一種
社會分類，帶有社會階層的意涵。堪為玩味的是，當 1949 年後，大批上海
人移至香港卻也得到相似的待遇。3而 Sow-Theng Leong（梁肇庭）也曾成功地
分析近代以來客家族群意識的轉變。起初客家民系在明代處於「醞釀期」的蟄居，

其群體自我意識較不明顯；到了清代，隨著當地經濟週期循環的起伏，時與相鄰

福佬、廣府人摩擦衝突。客家先民開始往外開發擴張，往東跨越韓江流域上游，

向南佔據嶺南地區東江、北江流域的中上游，朝北於贛江流域各地定居，同時還

抵達屬於湘江流域的耒水，他們位居各水系流域上游，更能夠控制支配相鄰區域

的城市與經濟活動，藉由逐步強化的經濟力量，可以投射於文化、社會與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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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同時更能團聚族群間的認同意識，而轉型成為顯著的文化群體。4在

四川，最大的移民地是來自於湖廣，次為閩粵，處於未占最多數的客家群體自我

意識是如何調適，仍值得多方探求與解答。 
本書之中，筆者最有興趣的部分是作者如何分析閩粵客家移民入川的規模

與分布。誠如前述，這是相當棘手的課題。本書並以閩粵客家人占各省入川移民

總量 25%估算，乾隆五十六年（1791）閩粵客家人的人口總量至少約為 210萬人
左右。較為不解的是，作者指出以「家庭遷移為主的向四川遷移人數一定會多於

遷臺人數」，又說明康雍乾年間每年入川的廣東客家人應有三千至萬餘人不等，

（頁 94-100）可是據清康熙五十年（1711）臺灣知府周元文的看法：「閩、廣之
梯航日眾，綜稽廣籍，每歲以十數萬計。」5顯然低估了客家人的遷臺人數。再

者，作者依據史料《蜀故》的記載，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間（1753-55），入川民
人湖南最多，計 4463戶；廣東居次，計 1279戶；江西計 534戶，居第三位；福
建則 17戶。在頁 96從表 3-1閩粵客家人家庭入川人數例舉表中概估，每戶約為
8.5人，於是得出這三年閩粵移川戶數有 1296戶，人數達一萬人以上，年均入川
人數當在三千以上。然而，《蜀故》並未將這些移川的家戶指明為客家人，這樣

估算自然是很難令人折服。 
最後，綜觀全書，內容絕大比例是討論清代的閩粵客家入川移民發展，對

當地現狀的客家人則僅十餘頁的篇幅附帶論述，若單就《閩粵客家人在四川》書

名而言，顯然未有適度的全面關懷。6當然，就一本好書而論，筆者百般的苛求

顯得過於挑剔。客家學研究確實要朝向如同作者紮實的論述分析，也期待作者能

更上一層，能將江西等地移入四川的客家人研究，早日帶領到讀者們的閱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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